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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还要考虑对环境和气候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数字经济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绿色创新助力。有别于以往相关研究，以“双碳”目标为视角，建立考虑污染物和CO2排放因素的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通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地区异质性。结果发现：样本区间内，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广东省的两种经济水平得分均较高；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数字经济增长1个单位则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增长0.534个单位；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驱动因素，而且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0.064，占总效应的9.668%；西部比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促进效果不显著。因此，中国应发展更多的数字技术、继续推进数字经济进程，通过开放信息和技术共享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在各地区的充分流动，且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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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Li Yunyan, Sun Ru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considering not only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The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sustainable green innovation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levant stud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o establish a releva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dering pollutants and CO2 emission factors, uses the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9 to calcula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each province by using the super-efficient SBM model,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dig i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conomy by establishing a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Additionally, it tes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s exam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sample interval,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er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among them, both of the economic levels of Guangdong province scored higher.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1-unit increas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leading to a 0.534-unit increase i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iciency. The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directly advanc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mong whic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0.064, accounting for 9.668%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reater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develop mor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digital economy process, enhance the full flow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ross regions through ope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haring, and all regions should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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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创新不足等各种问题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且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给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带来了很大困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势头已成为当务之急。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CO2减排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加速发展阶段，目前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等都是与CO2排放密切相关的，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达到“双碳”目标仍是较大挑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稳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202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20年下降18%，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1]。随后，中国各省份立足自身实际情况陆续发布碳达峰实施方案，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倡议。中国2021年3月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新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根据Xue等[2]的研究，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重要载体的全新经济模式。中国正在以产业为基础完善数字经济的总体布局。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3]。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浪费，从而提高了减污和降碳的能力。数字经济的兴起也促进了各种新技术的出现，这些新技术往往更关注能源效率和环保意识，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成本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整合环境因素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能够全面地测度经济发展的水平。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数字经济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绿色创新助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和气候，实现减污降碳。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各国都制定了减碳的倡议目标，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和CO2，造成一系列的环境和气候问题，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还要考虑对环境和气候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此，本研究将污染物和CO2排放纳入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体系中；此外，不仅评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还考虑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中的潜在作用。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由Tapscott[4]提出。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核心技术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5]。在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在21世纪初，研究人员主要关注数字基础设施和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有形的商品贸易，Mesenbourg[6]提出应该关注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流程和电子商务交易等方面来评估数字经济状况。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媒体逐渐被引入数字经济的评估，Barefoot等[7]测算数字经济的指标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数字媒体。
由于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不同，中国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研究范围与外国学者的研究相似但不同：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CAICT）[8]从数字工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两个角度衡量了数字经济总量；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9]建立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包括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大类；还有以胡艳等[10]为代表的很多学者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到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中。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更为绿色、公平、高效的发展[11]，既关注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注重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方式。为了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于波等[12]、林木西等[13]大多数学者根据新发展理念建立指标测度体系，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五大维度建立指标子系统；也有学者结合经济增长与新发展理念建立指标体系，更为全面地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14]。此外，张英浩等[15]学者从经济发展的动能、结构、结果、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基于效率的视角，一些学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SBM等方法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如李涛等[16]）；还有一部分学者在测算效率时引入非期望产出（如唐娟等[17]），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然而，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缺乏对温室效应的考虑。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CO2的排放量，因此，本研究从效率的角度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考虑能源、劳动和资本投入产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产出的环境污染物以及CO2等非期望产出。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已有很多研究（包括李向阳等[18]、张腾等[19]、徐晓慧[20]）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研究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刘家旗等[21]），但是这些研究在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大多忽略了环境因素，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随着数字经济和产业应用的渗透，数字经济成为各国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大机遇[22]。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地理格局优化、绿色发展、碳减排等均有积极影响（如荆文君等[23]、徐星等[24]、郭家堂等[25]、安同良等[26]、刘维林等[27]、Zhang等[28]）。另外，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较传统经济的能耗、环境污染以及碳排放更少[29]，例如在线办公和无纸传输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交通和相应的污染排放。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智能制造、区块链等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减少污染物和CO2的排放，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研究述评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但是对“双碳”目标视角下的相关研究重视性不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较少同时考虑污染物和CO2排放方面的影响，且研究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也较少；此外，学者们也往往忽视由于中国各省份在经济水平、资源禀赋和人口规模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为此，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对各地区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研究设计
    模型构建
  基准回归模型
立足于“双碳”目标，为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回归分析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表达形式如下：

式（1）中：和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表示第个省级行政区第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表示第个省份第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人口规模、研发投资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和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是随机误差项；表示常数项；和表示要估计的参数。
  中介效应模型
基准回归反映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但是很难描述其传播渠道，因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在考虑绿色技术创新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式（2）（3）中：表示第个省份第年的绿色技术创新；、和分别代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有关变量的中介效应具体路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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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路径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分为指标体系评分法和效率测度两大类，本研究运用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来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为了解决由于传统的DEA模型为多径向且未考虑松弛变量等问题，借鉴Tone[30]的研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进行测度，既考虑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也考虑了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环境后果，以更深入地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假设超效率SBM模型中存在n个同质决策单元（DMU），且所有DMU都有3个向量：m个输入、个期望产出和个非期望产出，具体计算表达形式如式（4）所示。

s.t.                                                     
式（4）中：为效率评价值；、、分别代表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的向量；表示所对应的投入或产出元素的权重。
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1） 投入指标：从资源、劳动和资本3个角度选取。参考张军等[31]的研究，固定资本存量用使用最广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借鉴靖学青[32]的研究中估算的2000年固定资本存量为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选择单豪杰[33]提出的10.96%；大部分省份2017年以后不再公布支出法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因此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来估算2018和2019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 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选择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指标，并以2013年为基期折算成实际值；考虑到经济发展还会产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排放的CO2造成温室效应，选取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和CO2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其中废气排放选择各省份的PM2.5年均浓度来表示；废水排放选择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表示。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CO2，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并产生一系列的全球性气候问题，所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非期望产出指标中包含碳排放指标。具体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省级层面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或计算方法
	单位

	投入指标
	能源
	能源消费总量
	万t（按标准煤）

	
	劳动力
	从业人员年末人数
	万人

	
	资本
	固定资本存量
	亿元

	期望产出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非期望产出
	废气
	PM2.5年均浓度
	

	
	废水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万t

	
	固体废弃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万t

	
	碳排放
	CO2排放总量
	万t



  核心解释变量
以数字经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目前对数字经济没有统一的定义标准，根据以往的研究和数据可获得性，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此外，由于数字经济的各子指标都是正向指标，为了消除指标的量纲和量级，采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使各指标的数值变化范围都满足[0,1]。在此基础上使用熵权法和TOPSIS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到各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值。
表2  数字经济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
	单位
	权重

	数字经济发展载体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个
	0.056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万km
	0.036

	
	IPV4地址数
	万个
	0.131

	
	域名数量
	万个
	0.132

	数字产业化
	电信业务量
	亿元
	0.103

	
	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员工数
	万人
	0.106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0.168

	产业数字化
	企业拥有网站数
	万个
	0.088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0.030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0.12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27



    中介变量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弱化地理资源环境等外部决定条件的限制，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知识移出、产业关联和规模效应能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绩效。根据Wang等[34]的研究，本研究使用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GTI)。
  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客观地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参考之前相关研究成果，选择以下几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金融发展水平（FE），用各地区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总和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2）城市化水平（UR），用各地区城镇化率表示；（3）人口规模（POP），用各地区的年末常住人口表示；（4）研发投资强度（R&D），用各地区研究与开发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5）外商直接投资强度（FDI），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中国省级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度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地区PM2.5年均浓度数据来源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大气成分分析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份的CO2年排放量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DADs）；数字经济及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以美元计价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按照当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统一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绿色专利获得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以货币表现的指标按照2013年的价格水平计算指标。部分缺失数据运用三次样条插值、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补全。由于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大部分数据缺失，本研究对中国其余30个省份2013至2019年的有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QED
	210
	0.418
	0.255
	0.188
	1.028

	DEI
	210
	0.185
	0.127
	0.025
	0.738

	FE
	210
	3.369
	1.256
	0.329
	7.906

	UR
	210
	0.587
	0.116
	0.378
	0.896

	POP
	210
	0.462
	0.286
	0.057
	1.249

	R&D
	210
	0.018
	0.012
	0.005
	0.071

	FDI
	210
	0.020
	0.018
	0.001
	0.115

	GTI
	210
	0.104
	0.134
	0.001
	0.694



    实证结果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30个省份2013至2019年每间隔一年的数字经济得分情况，具体如表4所示。2013年，北京、江苏、山东和广东等4个省市的数字经济水平得分大于0.250分，得分最高的是广东，得分接近0.380分；2019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和四川等9个省市的数字经济水平得分大于0.250分，得分最高的仍是广东，其分数接近0.740分。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1）的数字经济水平普遍高于其他3个地区。从时间上来看，从2013至2019年，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基本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从时空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部然后到西部地区发展的趋势，但是中西部、东北地区与东部在数字经济水平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表4  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测算得分                 单位：分
	区域
	省份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区域
	省份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东部
	北京
	0.284
	0.383
	0.556
	0.627
	东北地区
	辽宁
	0.136
	0.164
	0.164
	0.195

	
	天津
	0.062
	0.107
	0.118
	0.157
	
	吉林
	0.051
	0.076
	0.103
	0.126

	
	河北
	0.100
	0.131
	0.169
	0.221
	
	黑龙江
	0.085
	0.102
	0.125
	0.143

	
	上海
	0.175
	0.268
	0.316
	0.384
	西部
	内蒙古
	0.090
	0.122
	0.143
	0.160

	
	江苏
	0.335
	0.370
	0.420
	0.500
	
	广西
	0.071
	0.103
	0.129
	0.184

	
	浙江
	0.230
	0.292
	0.339
	0.425
	
	重庆
	0.057
	0.105
	0.143
	0.188

	
	福建
	0.127
	0.178
	0.348
	0.338
	
	四川
	0.142
	0.198
	0.248
	0.347

	
	山东
	0.254
	0.267
	0.332
	0.391
	
	贵州
	0.057
	0.093
	0.122
	0.168

	
	广东
	0.376
	0.473
	0.579
	0.738
	
	云南
	0.076
	0.118
	0.140
	0.186

	
	海南
	0.036
	0.123
	0.130
	0.143
	
	陕西
	0.071
	0.116
	0.153
	0.213

	中部地区
	山西
	0.067
	0.087
	0.112
	0.148
	
	甘肃
	0.051
	0.086
	0.099
	0.130

	
	安徽
	0.096
	0.152
	0.179
	0.239
	
	青海
	0.049
	0.088
	0.105
	0.119

	
	江西
	0.069
	0.110
	0.129
	0.181
	
	宁夏
	0.025
	0.084
	0.091
	0.108

	
	河南
	0.107
	0.160
	0.202
	0.280
	
	新疆
	0.061
	0.085
	0.105
	0.136

	
	湖北
	0.102
	0.157
	0.183
	0.245
	
	
	
	
	
	

	
	湖南
	0.096
	0.132
	0.166
	0.229
	
	
	
	
	
	



   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分析
通过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得到2013、2015、2017和2019年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其中效率值越高说明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表5为30个省份2013至2019年每间隔一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情况，可以看出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5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大于0.500，效率最高的是广东，约为1.014；2019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8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大于0.500，其中最高的是广东，其效率值接近1.028。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3个地区。从时间上来看，大多数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地效率增长迅速，北京、上海、广东、山西、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效率有轻微波动，仅新疆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呈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新疆地区能源消费量较高，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以及CO2排放量较大且增长速度较快。从时空上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较高地区呈现从东部到中部再向西部发展的趋势，东部大多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明显高于其余3个地区，地区间差异明显。
表5  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算结果     
	分区
	省份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分区
	省份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东部
	北京
	1.007
	1.001
	1.024
	1.027
	东北地区
	辽宁
	0.228
	0.229
	0.252
	0.286

	
	天津
	0.554
	0.653
	1.006
	1.020
	
	吉林
	0.199
	0.212
	0.235
	0.252

	
	河北
	0.258
	0.256
	0.272
	0.299
	
	黑龙江
	0.240
	0.233
	0.243
	0.264

	
	上海
	1.001
	0.899
	1.001
	1.026
	西部
	内蒙古
	0.188
	0.196
	0.220
	0.249

	
	江苏
	0.497
	0.599
	0.756
	1.015
	
	广西
	0.234
	0.240
	0.255
	0.280

	
	浙江
	0.553
	0.539
	0.706
	1.022
	
	重庆
	0.345
	0.375
	0.433
	0.458

	
	福建
	0.452
	0.495
	0.579
	0.690
	
	四川
	0.353
	0.355
	0.408
	0.486

	
	山东
	0.316
	0.333
	0.422
	0.510
	
	贵州
	0.265
	0.252
	0.255
	0.266

	
	广东
	1.014
	1.024
	1.001
	1.028
	
	云南
	0.274
	0.262
	0.277
	0.324

	
	海南
	0.306
	0.296
	0.302
	0.319
	
	陕西
	0.302
	0.305
	0.322
	0.346

	中部
	山西
	0.224
	0.211
	0.223
	0.233
	
	甘肃
	0.249
	0.239
	0.244
	0.268

	
	安徽
	0.365
	0.339
	0.358
	0.394
	
	青海
	0.200
	0.189
	0.195
	0.204

	
	江西
	0.373
	0.364
	0.385
	0.441
	
	宁夏
	0.226
	0.218
	0.218
	0.232

	
	河南
	0.270
	0.281
	0.327
	0.401
	
	新疆
	0.229
	0.211
	0.208
	0.202

	
	湖北
	0.358
	0.365
	0.406
	0.469
	
	
	
	
	
	

	
	湖南
	0.411
	0.371
	0.419
	0.496
	
	
	
	
	
	




  基准回归分析
表6为全样本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根据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静态估计、地区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的影响。如表6所示：从混合OLS面板估计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双碳”目标视角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地区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来看，数字经济的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均显著为正，且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的F检验；同时采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后发现，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的系数是显著的，为0.534，说明数字经济每提高1个单位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增加0.534个单位。对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应该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下，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对模型进行LM检验，检验结果在1%水平下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应该选择随机效应而不是混合回归模型，之后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的P值小于0.01，表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
表6  样本区间内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OLS
	地区固定效应
	同时采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模型

	
	不含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不含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不含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不含控制
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DEI
	1.563***
	0.601*
	0.682***
	0.666***
	0.287
	0.534*
	0.795***
	0.224

	
	(0.139)
	(0.324)
	(0.220)
	(0.237)
	(0.338)
	(0.295)
	(0.182)
	(0.245)

	FD
	
	0.016
	
	−0.056*
	
	−0.050*
	
	−0.005

	
	
	(0.017)
	
	(0.028)
	
	(0.029)
	
	(0.022)

	UR
	
	0.950**
	
	0.550
	
	0.183
	
	1.016***

	
	
	(0.458)
	
	(0.331)
	
	(0.558)
	
	(0.364)

	POP
	
	0.114
	
	0.162
	
	0.490
	
	0.164

	
	
	(0.134)
	
	(1.376)
	
	(1.645)
	
	(0.137)

	R&D
	
	4.473
	
	−1.627
	
	−3.067
	
	5.313**

	
	
	(3.254)
	
	(3.633)
	
	(3.326)
	
	(2.230)

	FDI
	
	0.279
	
	−2.505**
	
	−2.166*
	
	−2.315**

	
	
	(0.992)
	
	(1.058)
	
	(1.078)
	
	(1.182)

	常数项
	0.129***
	−0.432
	0.292***
	0.167
	0.349***
	0.249
	0.271***
	−0.325

	
	(0.035)
	(0.255)
	(0.041)
	(0.575)
	(0.044)
	(0.537)
	(0.050)
	(0.210)

	地区固定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R2
	0.610
	0.818
	0.610
	0.189
	0.498
	0.019
	0.610
	0.791


注：1）*、**、***分别代表P<0.1、P<0.05和P<0.01；2）括号内的值为t统计值。下同。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因此可进行中介效应模型回归。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由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可知，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原理，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作用，换言之，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驱动因素，而且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中介效应为0.064，占总效应的9.668%。为了验证上述结论，进一步使用Sobel检验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实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以促进“双碳”目标视角下经济高质量效率水平的提高。
表7  样本区间内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中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估计结果
	变量
	HQED
	GTI
	HQED

	
	基准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

	DEI
	0.666***
	0.241**
	0.602***

	
	(0.155)
	(0.111)
	(0.155)

	GTI
	
	
	0.267**

	
	
	
	(0.1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0.376
	−1.801***
	0.857

	
	(0.552)
	(0.394)
	(0.575)

	Sobel检验
	
	
	0.064

	
	
	
	(z=1.656；P=0.098)

	直接效应
	
	
	0.602

	
	
	
	(z=3.884；P<0.001)

	间接效应
	
	
	0.064

	
	
	
	(z=1.656；P=0.098)

	占总相应的比例
	
	
	0.097

	样本量/个
	210
	210
	210

	R2
	0.957
	0.920
	0.958



  异质性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双碳”目标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中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揭示空间异质性。表8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东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基础设施更好、产业布局合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更高，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技术先进、人才充足、金融基础雄厚，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双碳”目标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水平的提高；而西部的数字经济估计系数高于东部，这是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发达、人才较少以及对数字化方面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较低等，导致西部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其发展水平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从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5]。
在“双碳”目标视角下，东北地区、中部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说明这些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限，因此，中国数字经济建设需要更加重视区域数字化的整合，缩小数字经济区域建设之间的差距。
表8  样本区间内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指标
	东部
	东北地区
	中部
	西部

	DEI
	0.583*
	0.562
	0.257
	0.801***

	
	(0.281)
	(0.575)
	(0.235)
	(0.079)

	常数项
	−0.168
	−0.573
	−0.375
	0.634***

	
	(1.063)
	(0.872)
	(0.329)
	(0.19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样本量/个
	70
	21
	42
	77

	R2
	0.356
	0.280
	0.228
	0.223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选取数字经济变量滞后1期项与数字经济一阶差分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然后分别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9：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数字经济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第二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时，在研究样本区间内数字经济依然能够促进“双碳”目标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9  样本区间内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生性检验估计结果
	指标
	HQED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EI
	0.166***
	

	
	(0.022)
	

	IV_DEI
	
	4.111***

	
	
	(1.543)

	常数项
	0.002
	0.101

	
	(0.033)
	(0.382)

	地区固定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样本量/个
	180
	180

	R2
	0.488
	0.200



   稳健性检验
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常用的指标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因此本研究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经济的替代衡量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整体研究区域、东部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代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这证实了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10  样本区间内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指标
	全样本
	东部
	东北地区
	中部
	西部

	DEI
	0.0035***
	0.0016***
	0.0004
	0.0003
	0.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常数项
	−0.120
	0.724
	−0.292
	−0.510
	0.267

	
	(0.481)
	(0.837)
	(0.997)
	(0.198)
	(0.3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否

	样本量/个
	210
	70
	21
	42
	77

	R2
	0.002
	0.189
	0.343
	0.186
	0.426



   结论与建议
结论
本研究综合之前对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开发了一个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3个方面，通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双碳”目标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讨论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以及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第一，样本区域的数字经济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从时间上来看，大多数省份都呈现上升趋势；从时空分布上来看，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趋势，即从东部向中部然后到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第二，“双碳”目标视角下区域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数字经济增长1个单位则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增长0.534个单位。第三，数字经济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驱动因素，而且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0.064，占总效应的9.668%。第四，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其发展水平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但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有限。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中国应该发展更多的数字技术，继续推进数字经济进程，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鉴于数字经济载体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良好融合的外部条件，因此应进一步投资建设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此外，由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可能有助于新兴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能源消耗、污染物以及CO2的排放，中国政府应增加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建立数字经济发展平台，使数字化快速渗透并应用于各个行业；同时，传统产业也应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赋能碳中和。
其次，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应当打破地域间的壁垒，通过开放信息和技术共享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更充分流动。此外，要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建立健全绿色技术转化市场交易体系，以市场化方式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促进地区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污染物和CO2排放的减少。
第三，考虑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至关重要，东部地区应着力提升数字经济水平，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更强的带动作用，需要大力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引入发达省份的成功经验，加快本地区数字经济示范区建设；中部和东北地区应当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引进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育数字产业集群，改善这些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政府也应当建立健全环保相关财政支出制度和规范，健全污染防治长效机制、落实污染处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释：
1）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将中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地区。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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